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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晋升激励会影响政府回应性么？
———基于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的大数据分析

赵金旭　 孟天广

摘要：
【问题】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已得到充分讨论。那么，官员晋升

激励是否也会影响政府回应性呢？
【方法】基于２０１８年北京市１７２ ５万余条１２３４５市民来电大数据和２８ １万

余条政府回访大数据，从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四个
维度对基层政府回应市民诉求的模式进行多维测量，进而结合街乡
镇和区两级主政官员的晋升履历编码数据，进行多组ＯＬＳ回归分析。

【发现】（１）政府回应性包括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的理想类
型。（２）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譬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
径，均对政府回应性产生显著影响。（３）不同层级主政官员晋升激
励影响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性的面向和机理存在差异，街乡镇
政府更倾向程序性回应而区政府更倾向实质性回应。

【贡献】本文拓展了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社会中心论”解释，发现主
政官员晋升激励在科层制内部同样为政府回应性提供动力，且形成
了“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社会”的特殊性三元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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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

　 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可以为政府回应民意提供动力，是建设“以人民为中
心”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机制。

!

　 健全主政官员晋升考核方法，激励不同级别政府提升民意回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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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政府回应性是指政府行为或公共政策符合公众意愿的程度，它是现代民主
政治的关键特征，也是衡量国家治理质量的核心指标（Ｒｏｂｅｒｔｓ ＆ Ｋｉｍ，２０１１）。
近年来，政府回应性成为我国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的热点议题，并创新性地
形成了诸如条件性吸纳、选择性回应等理论。这些理论超越了西方政治制度语
境下的政府回应行为，有效地解释了转型中国的政府回应性（Ｈａｓｓｉｄ，２０１５；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Ｓｕ ＆ Ｍｅｎｇ，２０１６）。西方学界长期困惑于我国政府的回应
性，认为政府及其精英缺乏回应民意的内在激励（Ｐｏｗｅｌｌ，２０００）。然而，大量
证实研究却表明，中国政府具有较高水平的回应性并通过正式和非正式渠道将
民意吸纳到政策制定过程（孟天广等，２０１５；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那么，影响中
国政府回应性的内在机理是什么呢？

现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解释存在社会中心论和政府中心论两种类型，前
者主要关注外生于政府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
网络舆情等外部压力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Ｄｉｓｔｅｌｈｏｒｓｔ ＆ Ｈｏｕ，２０１３）；后者则尤
为关注政府内部回应民意诉求的政治逻辑，如制度建设、参与渠道、科层压力
等如何驱动政府回应民意（Ｍｅｎｇ，２０１９）。社会中心论解释构成现阶段政府回
应性的主导性理论，且两种观点均是在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下，从官僚
制的外在压力和内在激励两方面寻求宏观性解释，而忽视了政府间关系———譬
如中央与地方关系、上下级政府间关系这一关键维度，以在“中央—地方—社
会”的三元分析框架内，审视中国多层级政府的上下互动机制，尤其是“牵动”
其运作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众所周知，大量学者用晋升
激励来解释经济增长、财政行为乃至招商引资等（周黎安，２００７；Ｂｏ，１９９６），
受到广泛关注。

那么，官员晋升激励是否影响政府回应性呢？尤其是处于官僚制末端的基
层政府，在面对上级问责和公众诉求的双重压力时，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会对
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吗？现有研究对上述问题缺乏系统探究。其原因，一是现
有理论框架重视制度而忽略官员个体，重视外在约束而忽略内在激励，重视宏
观结构而忽略微观机制。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政府回应民意的行为是一个复杂
且难量化的领域，并不能像可量化的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那样容易得到实证数
据支持。幸运的是，北京市自２０１８年开启了赋权赋能基层政府的“吹哨报到、
接诉即办”改革，这为检验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与基层政府回应性的关系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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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基于热线问政数据，本文对政府回应性进行了精准、多维的测量，并
将回应行为在理论上区分为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进而系统采集街乡镇和
区两级书记简历对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进行编码，最后利用回归分析检验了在基
层政府、上级政府和公众诉求的三元主体互动机制下，基层政府和上级政府缘
何偏好两种不同的回应类型。

研究发现，与晋升激励相关的年龄效应、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均会影
响基层政府的回应行为，但是其影响效应存在政府层级间、程序性回应和实质
性回应间的显著区别。街乡镇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主要影响程序性回应，而区
级主官的晋升激励则更多影响实质性回应。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是，因执法权、
人财物等治理资源的短缺，街乡镇政府缺乏直接解决公众诉求的能力，所以在
主政官员晋升激励的驱动下会策略性地通过缩短回应时长、主动联系公众等程
序性回应手段，间接提高公共满意度。相反，区级政府则拥有相对丰富的执法
权和治理资源，具备解决公众诉求的能力，因而其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能促进
公众诉求的有效解决。比较二者，晋升激励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存在层次效应，
即区级主政官员大于街乡镇主政官员。本研究可能有下列三个方面的贡献：一
是在基层政府、上级政府和社会诉求的三元互动机制下提供了一种理解基层政
府回应性的理论框架；二是阐述并验证了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机
制，且通过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的区分，展现出晋升激励存在政府层级和
回应类型间异质性效应，从政府内部个体激励的视角丰富了政府回应性的“政
府中心论”解释理论；三是结合热线问政大数据与官员履历小数据，探讨了大
数据与小数据相结合开展因果推论的方法创新。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假设

政府对人民意见的持续性回应是现代政治系统的基本功能之一（Ｐａｇｅ ＆
Ｓｈａｐｉｒｏ，１９８３）。不言而喻，政府回应性在政治学和公共管理领域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价值（Ｄａｈｌ，１９７１）。然而，政府回应性的经典理论，如温度调节器模
型、宏观系统模型等都依赖西方政治制度，所以迫切需要发展出适用于理解转
型国家，尤其是中国政府回应性的理论模型。现阶段有关中国政府回应性的解
释性理论，大体可分成社会中心论和政府中心论两类。

（一）社会中心论

社会中心论关注外生于政府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公众参与、社会结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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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网络舆情等社会资源或外部压力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首先，非正式
制度制约政府回应性。乡土社会环境下，基层政府往往沉浸和受制于“情、理、
法”相互交织的社会情境，以及以儒家伦理规范为基础的血缘、地缘、业缘等
社会关系网中（翟学伟，２０１７）。尤其在中国一些相对落后且政府力量薄弱的地
区，社会原生的非正式制度，如宗族规范、公序良俗等，会制约公权力提高公
共服务质量，促进对民意的有效回应（Ｔｓａｉ，２００７；Ｘｕ ＆ Ｙａｏ，２０１５）。其次，
部分群众的自发群体行为也会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如农民、下岗工人等群
体自发且有策略性的“维权上访”“把事闹大”“以法抗争”“借势请愿”等，
逐渐促使政府建立起了制度性的民意“吸纳”和“回应”机制（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
１９９５）。最后，互联网政治和技术赋权的兴起，使网络参与、数字民主对政府回
应性的制约作用日益明显。一方面，自由、开放、匿名的网络虚拟空间，以低
门槛、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率的形式，为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参与公共事
务和表达政治诉求提供了新兴机会和渠道（孟天广、季程远，２０１６；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Ｙａｎｇ，２００３；Ｚｈｅｎｇ ＆ Ｗｕ，２００５）。尤其是大规模的网民关注、评
论、转帖等网络行为，会产生偶发、迅速而又声势浩大的网络舆情压力和集体
行动威胁，这迫使基层政府密切关注民意动向，并随时做出积极回应（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Ｅｓａｒｅｙ ＆ Ｘｉａｏ，２００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观察到基于网络的政
府回应呈现出“选择性”特征（张华等，２０１３；Ｓｕ ＆ Ｍｅｎｇ，２０１６），对经济发
展等议题的回应尤其积极，这可能受到时空因素、表达策略等因素的影响（孟天
广、李锋，２０１５）。

（二）政府中心论

政府中心论关注政府内部回应民意诉求的政治逻辑，譬如回应性制度建设、
回应渠道乃至科层压力等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一方面，近年来，在协商民主、
网络问政、热线问政等制度化民意表达和回应渠道的驱动下，政府赖以汲取和
回应民意的制度设计逐步成型（Ｌａｎｄｒ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０）。如景跃进、孟天广等认
为，中国政治制度运行具有一种“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
念建构和价值基础（孟天广、田栋，２０１６；景跃进，２００４）。Ｌｕ和Ｓｈｉ （２０１４）
发现，村民选举制度的完善，会显著增加公共物品支出，原因在于选举机制对
干部追求公共利益的正向激励作用。Ｓｈｅｎ等（２００８）也证实，选举制度促使政
府提供更多公共物品，所以能够更好回应弱势群体诉求。另一方面，回应性渠
道和平台的完善，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驱动着包括党委办、政府办、
信访办、纪检督察办等在内的多元化回应性体系得以形成并发挥作用（Ｍｅｎ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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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２０２０），这对政府在治理过程中采集、处理和汇总民意，并将其引入决策
过程具有重要意义（Ｚｈｅｎｇ ＆ Ｍｅｎｇ，２０２０）。

政府内部也形成了吸纳和回应民意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在压力型体制下，
存在着自上而下要求下级政府回应民意的压力，且此种压力在党的十八大之后
日益常规化和制度化。该观点又分两类，一是政府疏导应对说，认为政府在面
对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时，下级政府会渐进式和调试性地建立回
应民意的临时性机构或常态化机制，以规避上级政府的问责。例如，专门应对
群众上访而建设的信访制度（何包钢、王锋，２０１８），专门处理劳工纠纷而形成
的大调解机制（岳经纶、庄文嘉，２０１４）等。二是科层组织激励说，认为中国
式科层制的特殊性，如条块关系（李锋，２０１９）、层级关系（邵梓捷、杨良伟，
２０２０；张华，２０１３）、价值观念（段哲哲，２０１９）等会形成回应民意的内在激
发效应，并且这种激发效应在技术赋能下广泛渗透，使得政府行为日驱透明；
尤其是上下级政府间、管理人员与一线执法人员间的监督机制日益健全的情况
下，会大大提升政府回应民意的动力（孟天广、张小劲，２０１８）。然而，政府内
部民意回应动力机制的讨论尚显薄弱，缺乏系统、完整而逻辑统一的理论建构。

总之，现有研究主要通过社会中心论和政府中心论两种路径解释中国政府
回应性。前者关心社会经济因素对政府吸纳民意之意愿、行为和能力的影响，
而后者重在考察政府内部处理和吸纳民意的制度形态及动力机制。两者均建立
在国家与社会二分的宏观分析框架之下，但都忽略了在多层级政府“发包治理”
的逻辑下，特殊的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

（三）理论框架构建

尽管已有大量学者讨论了官员晋升激励机制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尤
其是其对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等治理领域的深刻影响（周黎安，２００８），但是较
少有研究考察其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是在“国家－社会”二分
框架下，人们更重视政府之外的社会压力效应而忽视政府内部的动力机制，即
使考察政府内部动力时也更重视宏观制度解释，而较少关注微观机制；二是研
究方法上，政府回应民意的行为是一个复杂且难量化的领域，并不像可量化的
经济增长和财政税收那么便于操作化，因而也难以在实证上得到数据支持。因
此，本文试图构建一个在“基层政府－上级政府－社会诉求”三元主体互动机
制下，理解基层政府回应性的理论框架，进而检验官员晋升激励对程序性回应
和实质性回应的差异化影响效应，从政府内部视角为政府回应性的“政府中心
论”提供一种微观机制层面的理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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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托－代理”分析框架下，国家治理离不开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
多层级政府逐级“发包治理”的制度设计，但是因为信息不对称、目标不一致
和有限理性等原因，上级政府（委托人）很难有效激励下级政府（代理人）。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解决代理人激励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委托人和代
理人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Ａｌｄｒｉｃｈ ＆ Ｄｅｍｓｅｔｚ，１９７２）。借助此逻辑，周黎
安提出“行政发包制”的概念，即认为中国上下级政府间是一种结果导向的
“承包关系”，而非过程导向的“科层关系”，以此实现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
有效激励。具体表现有三：一是在行政权配置上，下级政府有大量自由裁量权，
而非边界明晰的上下级职能划分；二是在激励契约上，代理人（“一把手”）具
有剩余索取权的强激励，而非固定薪酬的弱激励；三是在内部控制上这是一种
结果导向的人格化责任分担，而非纯粹的规则导向（周黎安，２０１４）。此三点，
使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有效激励，必须通过上级政府对下级官员的人事任命，
尤其是主政官员的晋升考核来实现。周雪光认为，中国科层体制从“官吏分途”
到“层级分流”的人事制度安排，使各级政府绝大多数官员都在相应行政区域
内固守或流动，而只有上层极少数主政官员，由上级政府任命、提拔或“空
降”，才能在更高行政级别和更广的行政区域内晋升或流动（周雪光，２０１６）。
这种人事制度决定了上级政府必须通过任命下级政府“一把手”并赋予其治理
剩余索取权的形式，激励其对辖区治理承担总体责任；下级“一把手”进一步
与本级政府内熟悉本地情况的普通官员发生“委托－代理”关系，以实现对本
区域的有效治理。简言之，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着其行为模式，从而约束主
政官员晋升激励的因素，如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及其晋升路径构成影响政府回
应性的三个关键机制。

厘清影响官员晋升激励的潜在因素后，更需辨清政府回应性概念的内涵特
征和关键维度，以此才能分类剖析官员晋升激励如何影响政府回应性的深层次
机理。从政府回应性的概念内涵看，它至少应包括政策回应性、行为回应性、
分配回应性和象征回应性等诸多方面（Ｅｕｌａｕ ＆ Ｋａｒｐｓ，１９７７），但因受制于量化
技术的局限，现有研究在其操作化时往往选择性地呈现出某个维度，致使政府
回应性概念被诠释得片面化、简单化、混乱化甚至相互矛盾。承前所述，热线
问政大数据恰为多维、精准且符合本土化特征的政府回应性概念测量和理论建
构提供基础。基于此，本研究将政府回应性操作化成热线问政过程中，政府回
应公众诉求的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其中，回应时长是指从政
府接到公众诉求，到最终办结事项之间的用时长度；联系率是指政府承办部门
在接到公众热线诉求后，是否及时回电与公众进行沟通互动；解决率是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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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诉求问的最终解决程度；满意率是指公众对政府回应的整体满意程度。
合法性（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和有效性（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是政治学中两个源远流长的

基础性概念，亚里士多德、洛克、卢梭、韦伯等都曾对合法性进行了深入探讨，
李普塞特、哈贝马斯、阿尔蒙德等又在合法性基础上引入有效性的概念。近年
来，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成为热门话题，蔡禾（２０１２）认为前者关注
“民众对于国家权力获取或政府具体治理行为的认同”，而后者则体现为“国家
意志或政策得以准确、迅速地贯彻和执行，并真的带来国家发展、社会平等与
秩序”。在此基础上，Ｍｅｎｇ和Ｙａｎｇ （２０２０）曾将政府回应性区分成回应时长和
回应质量两个方面。结合上述大数据分析，本研究进一步将政府回应性建构成
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理想类型。其中，程序性回应是指基于形式理性
或程序正义，按照正式法规条文规定的政府职责和权限，对公众诉求的回应形
式和过程，它是政府回应行为合法性的体现，主要包括回应时长和联系率两个
维度。实质性回应是指政府对公众诉求的回应行为产生的实质性结果和公众最
终满意情况，它是政府回应行为有效性的体现，主要包括解决率和满意率两个
维度。进而得到图１所示的理论模型，即年龄、上级政府兼职、异地交流、任
前上调轮岗、晋升路径等因素，均会影响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而影响政府的程序
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最终呈现出回应时长、联系率、解决率和满意率上的差
异，即晋升激励会使回应时长缩短，而联系率、满意率、解决率上升。

图１　 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政府回应性因果机制

（四）研究假设

主政官员的晋升激励，首先在官员个体心理层面影响其晋升预期，进而通
过其推动社会治理的积极性对治理结果产生影响（周黎安，２００７），所以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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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回应性。而影响官员晋升预期的主要变量是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
径等，故提出如下假说。
１ ． 年龄激励假说
中国多层级官僚体制下，官员职业晋升路径极其漫长，容易出现官员级别

不高，但年龄偏大，过早触及濒临退休的职业发展“天花板”，导致因晋升无望
而带来的工作懈怠问题。所以，年龄可能是影响政府回应性的重要变量。从实
践看，干部年轻化早已成为政府人事部门选拔任用干部的关键性因素（Ｌｉ ＆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尤其是１９８２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
明确规定了中央、省部级等高层干部的退休年龄，这就从“出口端”倒逼“入
口端”官员晋升的年轻化。研究显示，官员越年轻，晋升机会越大，仕途前景
越好，晋升预期和晋升激励越大（王贤彬等，２００８）。故得出假设１。

假设１：主政官员越年轻的街乡镇，其政府回应性越好。
２ ． 特殊经历激励假说
官员的选拔任用往往形成某些约定俗成的潜在规则，尤其是某些特殊的工

作经历，往往意味着官员晋升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首先，上级政府兼职。在上级政府兼职，既是官员能力的综合体现，又是

上级部门将其定位为重点培养对象的信号，同时还能进一步锻炼其业务素质，
拓宽其人脉关系网，所以会提升其晋升预期，进而对政府回应性形成有效激励。
研究显示，具有中央委员身份的央企领导，具有更高的升迁概率（杨瑞龙等，
２０１３），具有中央工作经历的省级领导晋升概率也会显著提升（周黎安，
２００７）。故得出假设２。

假设２：主政官员在上级政府兼职的街乡镇，其政府回应性更好。
其次，任前上调轮岗。在选拔任用影响巨大的重要官员时，往往要进行任

前轮岗。其原因，一是培养和弥补官员相应的业务素质和必要技能；二是信号激
励，即在轮岗制度逐步制度化和常态化后，被选为“轮岗对象”，就会提前释放出
这些官员进入“重点培养对象”和“下一步晋升竞争新梯队”的信号，所以便会
深刻影响官员的晋升预期和晋升激励，进而影响政府回应性。故得出假设３。

假设３：主政官员任前上调轮岗的街乡镇，其政府回应性更好。
最后，异地交流。异地交流为官员提供了新的环境，除了有助于官员开拓

视野、锻炼能力、更新工作方法外，也是影响官员晋升和激励官员奉献的新渠
道。尤其是指向西藏、新疆等中国相对落后地区的大量异地交流，为许多官员
储备政治资本、吸引上级注意、增加晋升机会提供了重要砝码。研究显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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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异地交流能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提高约１个百分点（徐现祥等，
２００７），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异地交流对官员的晋升激励作用。故得出假设４。

假设４：主政官员具有异地交流经历的街乡镇，其政府回应性更好。
３ ． 晋升路径激励假说
中国科层制层级多且条块关系复杂，导致官员晋升路径类型多样，甚至相

互之间迥然不同。而不同的晋升路径，往往意味着差异巨大的晋升流程、晋升
周期、晋升概率和晋升机会，进而也就使官员产生不同的晋升预期和晋升激励。
其原因，一是起点差异叠加效应，即在晋升环节众多，而各环节都是晋升“淘
汰赛”的情况下，起点差异会被逐级放大，产生“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叠
加后果；二是平台关系禀赋效应，即晋升平台影响官员的人脉关系网，进而影
响其晋升预期和晋升激励，所以会影响政府回应性。综上，得出假设５。

假设５：主政官员晋升路径的起点或平台越高的街乡镇，政府回应性越好。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操作化

（一）研究设计

本文以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为案例，检验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回应
性的影响。以北京为案例，一是因为北京在我国地方治理中具有示范效应，也
是治理创新的探索者。２０１８年以来，北京贯彻“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推
出党建引领的“吹哨报到”改革，通过向基层政府赋权、下沉和赋能等方式，
理顺基层政府间的条块关系，重塑基层民意回应机制，构建起基于热线问政的
回应性社会治理体系。二是因为在“吹哨报到”改革后，街乡镇政府成为回应
民意的基础治理单元，也成为“发包治理”逻辑下政府间横向排名竞争的基本
单位，而北京市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街乡镇政府（３３３个）及区级政府（１６
个）成为研究晋升激励的独特样本。三是因为数据获取的便捷性，热线问政大
数据累积多年，已经形成实时、动态和系统的数字化记录，为量化分析提供了
数据基础。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有三个部分。一是北京市热线问政数据。选取２０１８年１
月１日至１２月３１日的数据开展大数据分析。２０１８年，北京市政府共收到公众
来电诉求１７２ ５万余条，其中１６ ３％，即２８ １２万余条被随机抽取并进行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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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以了解政府回应状况。回访过程中，话务员会依据标准话术，向来电公众
询问承办单位是否及时回电、问题是否解决、公众是否满意等信息，这为从不
同维度综合测量政府回应质量提供了数据基础。二是区级和街乡镇级主政官员
数据。借助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来代表主政官员，通过官方网站收集了３３３位
街乡镇书记和１６位区委书记的个人简历，并通过人工编码的方式，对书记工作
履历和晋升路径进行了操作化。三是官方统计数据。通过《中国县域统计年
鉴》、北京统计局网站等渠道，收集整理了街乡镇层面的统计数据，如行政面
积、人口总数和外来人口占比等。本文将这三个部分数据合并后，再依据热线
问政的数据标签筛选出承办单位为街乡镇且具有回访记录的数据１０万余条，作
为下文进行分析的数据资料。

（三）变量操作化

１ ． 因变量
政府回应性基于热线问政大数据进行测量。回应时长为诉求工单办结时间

与承办单位接单时间之差，是连续型变量；联系率是承办单位在接到公众诉求
工单后，是否及时回电联系公众；解决率是承办单位在办理完成公众诉求工单
后，是否最终为公众解决问题；满意率是承办单位在办理完成公众诉求工单后，
公众是否满意。后三者均是二分变量。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将政府回应
性建构成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不同理想类型。其中，程序性回应包括
回应时长和联系率两个方面，主要关注政府基于形式理性或程序合法性，按照
正式法规条文规定的政府职责和权限，对公众诉求进行的回应。实质性回应包
括解决率和满意率两个方面，主要关注政府在面对公众诉求过程中，对公众诉
求的回应的实质性结果和群众真实满意情况。最后，综合利用多种大数据分析
技术，实现对上述政府回应维度的精准测量。
２ ． 自变量
自变量为主政官员的年龄、特殊工作经历和晋升路径三个变量，三者均通

过区和街乡镇书记两级书记的简历进行人工编码获得。首先，３３３位街乡镇书记
中，搜集到简历的有２９３位，其中２６３位有出生年份记录，其年龄取值范围在
３４岁至５９岁之间；１６位区书记均搜集到了简历，其年龄取值范围在４６岁至５６
岁之间。

其次，特殊工作经历指主政官员在过往的工作经历中，某些可能会影响其
晋升预期的工作履历，包括上级政府兼职、异地交流经历、任前上调轮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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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级政府兼职指街乡镇书记（或区书记）同时在区级政府（或市级政府）的党
政、人大、政协等部门兼职；异地交流经历指街乡镇书记或区书记具有到发达
地区交流学习，或者到落后地区援助建设的工作经历。任前上调轮岗是指街乡
镇书记或区书记有被调到相同级别的不同岗位上，短期内迅速轮换的工作经历。
２９３位获得简历的街乡镇书记中，有２６位在区级政府兼职过，３０位有异地交流
经历，４６位具有任职前上调轮岗经历。１６位区书记中，有２位在市级政府兼职
过，４位有异地交流经历，７位曾在任职前上调轮岗。

最后，主政官员晋升路径指街乡镇书记或区书记在晋升到该职位过程中，
其晋升起点和晋升过程在不同行政级别政府的经历情况。本文将街乡镇书记晋
升路径区分成街乡镇成长、街乡镇区成长、区下派、市下派和其他五种类型；
将区书记晋升路径区分成区成长、市下派和其他三种类型，表１为操作标准。
２６３位有简历的街乡镇书记中，街乡镇成长的有７８位，街乡镇区成长的有３０
位，区下派的有１１２位，市下派的有１６位，其他晋升路径有２７位。１６位区书
记中，区成长的有６位，市下派的有５位，其他晋升路径有５位。

表１　 主政官员晋升路径编码
层级 晋升路径类型 变量操作化

街
乡
镇
书
记

街乡镇成长 晋升路径只涵盖街乡级政府及以下，又晋升为街乡镇书记的情况

街乡镇区成长 晋升起点在街乡镇及以下，且晋升路径包含在街乡镇和区级政
府间有一次及以上相互调动，又晋升为街乡镇书记的情况

区下派 晋升起点在区级政府，后下派到街乡镇级别及以下部门或单
位，又晋升为街乡镇书记的情况

市下派 晋升起点在市级政府，后下派到街乡镇级别及以下部门或单
位，又晋升为街乡镇书记的情况

其他晋升路径 晋升路径主体在军队、企业、高校、医院等度过，后转调街乡
镇级政府及以下部门或单位，又晋升为街乡镇书记的情况

区
书
记

区成长 晋升路径只涵盖区级政府及以下部门或单位，后晋升为区书记
的情况

市下派 晋升起点在市级政府，后下派到区级政府及以下部门或单位，
又晋升为区书记的情况

其他晋升路径 晋升路径主体在军队、企业、高校、医院等度过，后转调区级
政府及以下部门或单位，又晋升为区书记的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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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诉求问题类型、诉求时间、街乡镇的面积、人口数和外来人

口占比等。本文将诉求类型划分为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公共安全
四种；将诉求时间分成春、夏、秋、冬四季；将街乡镇面积、人口数和外来人
口占比等作为街乡镇异质性的代理变量，且加入街乡镇固定效应，以消除不可
观测差异带来的影响。

四、研究发现

（一）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程序性回应

通过政府回应时长和联系率来验证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程序性回应的
影响。回应时长是连续性变量，且符合正态分布，所以用ＯＬＳ回归进行分析。
联系率是二分类型变量，所以用Ｌｏｇｉｔ回归进行分析。表２中，模型１至模型４
是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回应时长的ＯＬＳ回归结果；模型５至模型８是主政官
员晋升激励影响联系率的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第一，基准模型。模型１和模型５是参照模型，两模型加入街乡镇固定效应
后，又分别加入公众诉求个体层面的问题类型和诉求时间两个控制变量，以及
街乡镇宏观层面的行政面积、人口总数和外来人口占比三个控制变量。其原因，
一方面是问题类型不同，承办单位就不同，相应的办理流程和办理难度等就有
差异，所以回应时长和联系率便受影响；同时，诉求时间不同，公众诉求在日、
周、月、年内的周期性问题集中程度就不同，进而又会与政府的行为周期发生
作用，所以也会影响回应时长和联系率。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和外来人口占比
也意味着公共问题的总量、性质、难易程度等不同，而面积不同意味着到一线
执法的路程等存在差异，这也都会对回应时长和联系率产生影响。

第二，年龄激励效应。一方面，主政官员年龄对政府回应时长的影响不显
著。模型２与模型１相比，显示街乡镇书记的年龄和年龄平方、区书记的年龄
和年龄平方均与政府回应时长无显著相关性。另一方面，不同级别主政官员年
龄对联系率的影响不同。模型６与模型５相比，发现街乡镇书记年龄与联系率
不相关，但区书记年龄与联系率呈显著负相关，且区书记年龄的平方与联系率
呈显著正相关，说明区书记年龄激励显著缩短回应时长，且这种缩短效应并非
与区书记年龄呈线性关系，而是在某个年龄段存在最大值。假设１在区层面得
到验证。

２２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书书书

表
２　
主
政
官
员
晋
升
激
励
对
政
府
程
序
性
回
应
的
影
响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模
型
７

模
型
８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因
变
量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自
变
量

年
龄

街
乡
镇
书
记
年
龄

－
００３８

（００５７）
－
００２７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
（００７５）

－
００１０

（００４０）
－
０００６

（００４５）
－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９）
街
乡
镇
书
记
年
龄
平
方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区
书
记
年
龄

４７９９
（ ６９４０）

１２６５
（ ６４７７）

－
１８９４

（ ６５６０）
－
４２７５



（ ２６８０）
－
８０２３



（ １３６２）
－
９４１６



（ １６７８）
区
书
记
年
龄
平
方

－
００４３

（ ００６８）
－
０００９

（ ００６３）
００２３
（ ００６５）

００４１


（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７



（ ００１３）
００９１



（ ００１７）

特
殊

经
历

街乡镇书记在区兼职
－
１４０９



（０１５６）
－
１５７０



（０１５９）
０５７７



（０１２４）
０６１７



（０１２５）
街
乡
镇
书
记
有
异
地
交
流

－
２２２０



（０１１８）
－
２１７２



（０１１８）
００５６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８


（００７７）
街
乡
镇
书
记
任
职
前
上
调

轮
岗

－
００８１



（００５７）
－
００４９



（００６７）
０１５９

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

（００４４）
区
书
记
在
市
兼
职

－
１８８３

（ １２３５）
－
２６３４



（１４８０）
１０９７



（０２４８）
０７３７



（０３５４）
区
书
记
有
异
地
交
流

０７０２
（ １２９８）

１５０８
（ １３１６）

０４０６
（ ０２６０）

０１４２
（ ０３２６）

区
书
记
任
职
前
上
调
轮
岗

－
０７４４

（１２２６）
－
４２６５



（２４３３）
０１２０
（０２４５）

－
０４６２

（０５８９）

晋
升

路
径

街
乡
镇
书
记
晋
升
路
径
（其
他
）

街
乡
镇
成
长

－
０３０３



（００９８ ）
－
０１５８



（００６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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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模
型
７

模
型
８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ＯＬＳ）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因
变
量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回
应
时
长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联
系
率

晋
升

路
径

街
乡
镇
区
成
长

－
０３３０



（ ０１０９）
０３２０



（ ００７５）
区
下
派

－
００４４



（ ００９５）
－
０１３２



（ ００６１）
市
下
派

－
０７２２



（０１３３）
０３５０



（００８７）
区
书
记
晋
升
路
径
（其
他
）

区
成
长

２７０３
（３６７５）

１１３２
（０９０４）

市
下
派

－
３１９３



（１９２６）
０６１２



（０４８０）

控
制

变
量

诉
求
类
型
（市
场
监
管
）

√
√

√
√

√
√

√
√

诉
求
时
间
（春
季
）

√
√

√
√

√
√

√
√

街
乡
镇
面
积

√
√

√
√

√
√

√
√

街
乡
镇
人
口
总
数

√
√

√
√

√
√

√
√

街
乡
镇
外
来
人
口
占
比

√
√

√
√

√
√

√
√

街
乡
镇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
数
项

９４５９


（０６７９）
－
１２１８９

（１７７７１）
－
２８７２２

（１６６３１）
４７８２５
（１６４７４８）

２１２０


（０２６７）
１１３２８８



（６８６２）
２１０１４２



（３５０９０）
２４４９１



（４２２９６）
观
察
值

６０，４１４
４８，７０９

３５，３３０
３５，３３０

３５，０１３
４８，７５７

３５，３６５
３５，３６５

Ｒ２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２９９９

０２９９９
０３１２１

０３１２２
００７ ４１

００７６９
００８３１

００９９８

注
：
回
归
系
数
为
标
准
回
归
系
数
。
括
号
内
数
字
为
标
准
误
。
、

和
分
别
表
示
相
关
系
数
通
过
００１、

００５和
０１０水

平
的
显
著
性
检
验
。
√
表
示
该
变
量
已

被
控
制
。

（续
上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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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特殊经历激励效应。一方面，街乡镇书记特殊经历激励显著缩短政
府回应时长，区书记特殊经历激励显著缩短政府回应时长。模型３与模型２相
比，说明街乡镇书记具有在区兼职、异地交流和任前上调轮岗经历的街乡镇，
其政府回应时长会显著缩短。模型４显示，区书记有在市兼职和任前上调轮岗
工作经历时，其辖区街乡镇的政府时长会显著缩短，这说明区书记特殊工作经
历对政府回应时长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街乡镇书记特殊经历激励会显著提
升联系率，区书记特殊经历激励对联系率产生显著影响。模型７与模型６相比，
说明街乡镇书记具有在区兼职、异地交流和任前上调轮岗经历的街乡镇，政府
联系率会显著提升，但区书记只有在市兼职经历时，政府联系率才会显著提升。
综合来看，主政官员特殊经历假说，即假设２至假设４，在街乡镇层面得到充分
验证，在区层面也得到验证。

第四，晋升路径激励效应。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的晋升路径均会
影响政府回应时长。模型４与模型３相比，显示相对于其他晋升路径，街乡镇
成长、街乡镇区成长、区下派和市下派类型的街乡镇书记，其辖区的政府回应
时长会显著缩短；相对于其他晋升路径，市下派类型区书记，其辖区内街乡镇
的政府回应时长会显著缩短。这都与假设５相符。另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和区
书记的晋升路径均会影响联系率。模型８与模型７相比，显示相对于其他晋升
路径，街乡镇区成长和市下派类型的街乡镇书记，其辖区的联系率会显著提升，
而街乡镇成长和区下派类型的街乡镇书记，其辖区的联系率反而显著降低。这
与晋升激励假说并不矛盾，且符合候麟科等“上下制约的基层治理结构更易提
升治理效能”的讨论（候麟科等，２０１０）。同时显示，市下派相对于区成长类
型的区书记，其辖区街乡镇的联系会显著更高，这与假设５相符。

（二）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实质性回应

通过解决率和满意率分别验证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实质性回应的影响。
解决率和满意率是二分类型变量，所以用Ｌｏｇｉｔ回归模型进行分析。表３中，模
型１至模型４是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解决率的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模型５至模型
８是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影响满意率的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第一，基准模型。模型１和模型５是参照模型，两个模型加入街乡镇固定效
应后，又分别加入公众诉求微观层面的问题类型和诉求时间两个控制变量，和
街乡镇宏观层面的行政面积、人口总数和外来人口占比三个控制变量。原因正
如前文所述，这些变量可能对解决率和满意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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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主
政
官
员
晋
升
激
励
对
政
府
实
质
性
回
应
的
影
响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模
型
７

模
型
８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Ｌｏｇｉｔ）

因
变
量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自
变
量

年
龄

街
乡
镇
书
记
年
龄

００７５


（ ００２８）
００９８



（ ００３２）
００９６



（ ００３５）
－
００５９



（ ００３０）
－
００７３



（ ００３４）
－
００６４



（ ００３７）
街
乡
镇
书
记
年
龄
平
方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

（００００）
区
书
记
年
龄

－
２０４７



（ ０９６１）
－
３２５３



（ ０９６２）
－
５６０２



（ ０８３８）
－
０６９２



（ ０６０１）
－
１８７８



（ ０６６６）
－
３６２４



（ ０５３６）
区
书
记
年
龄
平
方

００２０


（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１



（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５



（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７



（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８



（ ０００６）
００３６



（ ０００５）

特
殊

经
历

街
乡
镇
书
记
在
区
兼
职

０１１８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１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７
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０



（００７９）
街
乡
镇
书
记
有
异
地
交
流

０１０３


（００５６）
０１０５



（００５６）
０１４７



（００６０）
０１４７



（００６０）
街
乡
镇
书
记
任
职
前
上
调
轮
岗

０００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００３３）

区
书
记
在
市
兼
职

００９５
（ ０１８１）

０２７７
（ ０１７８）

０１１７


（０１２２）
０２１８



（０１０７）
区
书
记
有
异
地
交
流

００６８
（ ０１８８）

０２３８
（ ０１６１）

００４０


（０１２５）
０２４０



（００９４）
区
书
记
任
职
前
上
调
轮
岗

００１０


（０１７８）
１１７２



（０２９５）
００３５



（０１１９）
０６６２



（０１７７）

晋
升

路
径

街
乡
镇
书
记
晋
升
路
径
（其
他
）

街
乡
镇
成
长

００４３
（ ００４６）

００３６
（ ００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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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模
型
１

模
型
２

模
型
３

模
型
４

模
型
５

模
型
６

模
型
７

模
型
８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 Ｌｏｇｉｔ）

因
变
量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解
决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满
意
率

晋
升

路
径

街
乡
镇
区
成
长

００４１
（ ００５１）

－
００２２

（ ００５３）
区
下
派

００１６
（００４４ ）

００５７
（００４６ ）

市
下
派

－
００１６

（００６３ ）
００００
（００６５ ）

区
书
记
晋
升
路
径
（其
他
）

区
成
长

１８１９


（０４５１）
１２６０



（０２６８）
市
下
派

０３５８


（０２３８）
０４８０



（０１３８）

控
制

变
量

诉
求
类
型
（市
场
监
管
）

√
√

√
√

√
√

√
√

诉
求
时
间
（春
季
）

√
√

√
√

√
√

√
√

街
乡
镇
面
积

√
√

√
√

√
√

√
√

街
乡
镇
人
口
总
数

√
√

√
√

√
√

√
√

街
乡
镇
外
来
人
口
占
比

√
√

√
√

√
√

√
√

街
乡
镇
固
定
效
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
数
项

００６１
（０１００ ）

５１３８２


（２４６２５）
８１９２７



（２４７５９）
１３９５７２



（２１１４９）
０７４３



（００６４）
１７０３６
（１５４１３ ）

４７７４４


（１７１９３）
９０８３０



（１３６５７）
观
察
值

６０ ，４７３
４８ ，７５８

３５ ，３６６
３５ ，３６６

６０ ，４７２
４８ ，７５７

３５ ，３６６
３５ ，３６６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６６４

０００６６７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２０９
００２３６

００２４８
００２５６

注
：
回
归
系
数
为
标
准
回
归
系
数
。
括
号
内
数
字
为
标
准
误
。
、

和
分
别
表
示
相
关
系
数
通
过
００１、

００５和
０１０水

平
的
显
著
性
检
验
。
√
表
示
该
变
量
已

被
控
制

（续
上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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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龄激励效应。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年龄激励会显著降低解决率，
区书记年龄激励会显著提升解决率。模型２与模型１相比，显示街乡镇书记年
龄与解决率呈显著负相关，即越年轻的街乡镇书记，其所在街乡镇的解决率反
而越低，这与假设１相反。结合实地调研，发现其原因是程序性回应与实质性
回应之间的内在张力，街乡镇由于缺乏执法权、人手、装备等多种执法资源，
往往难以独立解决公众诉求问题，所以，街乡镇书记年龄激励越大的街乡镇，
越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将诉求工单程序走完，但却并非真正解决问题，因此出现
与假设１相反的情况。模型２与模型１相比，同时显示，区书记年龄与解决率显
著负相关，这与假设１相符，进一步说明街乡镇解决公众热线诉求问题，更需
要区政府层面统合推动。另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年龄激励均会显著提
升满意率。模型６与模型５相比，显示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的年龄均与满意率
呈显著负相关，这都与假设１相符。

第三，特殊经历激励效应。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特殊经历激励均
显著提升解决率。模型３与模型２相比，显示街乡镇书记异地交流经历显著提
升解决率，区书记任前上调轮岗亦会提升解决率，这说明假设３和模型４得到
验证。另一方面，街乡镇书记和区书记的特殊经历激励均会显著提升满意率。
模型７与模型６相比，显示街乡镇书记具有在区兼职和异地交流经历时，其所
辖街乡镇的满意率会显著提升；同时，区书记具有在市兼职、异地交流和任前
上调轮岗经历时，其所辖街乡镇的满意率会显著提升。这都与假设２至假设４
相符。

第四，晋升路径激励效应。街乡镇书记晋升路径激励对解决率和满意率均
没有显著影响，而区书记晋升路径激励对解决率和满意率均有显著影响。一方
面，模型４与模型３相比，显示各种晋升路径的街乡镇书记，其辖区的解决率
没有显著差异；然而，相对于其他晋升路径，区成长和市下派晋升路径的区书
记，其辖区内街乡镇的解决率会显著提升。另一方面，模型８与模型７相比，
显示各种晋升路径的街乡镇书记，其辖区的满意率没有显著差异；然而，相对
于其他晋升路径，区成长和市下派晋升路径的区书记，其辖区内街乡镇的满意
率会显著提升。综合来看，假设５在区书记层面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既有研究对政府回应性的解释尤为强调“社会中心论”，认为政府回应公众
诉求的意愿和行为源于外生于政府的社会经济因素，如公众参与、社会结构、

８２１

◆论文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１年第２期

经济发展乃至集体行动的压力等。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政府内部回应民意的
作用机制，譬如回应渠道的制度化、官员特征如何促使政府回应民意等。本文
结合中国治理的关键特征构建了一个由“中央—地方—社会”构成的三元分析
框架，审视中国多层级政府的上下互动机制，从官员晋升激励视角解释了地方
政府的回应行为。以北京市“接诉即办”改革为例，本文结合热线问政大数据
和官员履历数据，对政府回应行为进行了多维、精准的测量，并依据政府回应
行为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区分了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理想类型。更进一
步通过回归分析检验了区级和街乡镇两级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对两种政府回应的
异质性影响效应。这部分归纳了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与政府回应性之间的深层因
果机理，并展开理论对话。

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不管是在街乡镇还是区级层面，都显著影响政府回应
性。这为在中国式科层制内部，特别是在官员个体的微观机制层面，政府回应
性寻找到了新的动力源和理论解释。同时，这表明行政发包制理论在政府回应
性领域依然成立（周黎安，２００８）。即在中国多层级科层制下，上级政府通过
“一把手”政治承包，并让其获其治理效果剩余索取权的形式，激励下级政府对
治理效果负整体性负责，促使主政官员晋升激励对政府回应性产生影响。此外，
这也表明既有研究对“官吏分途”和“层级分流”的理论假说是成立的（周雪
光，２０１９），即多层级官僚制具有特殊的人事制度结构，上级政府通过任命少数
主政官员，实现对下级政府的控制和激励，所以主政官员晋升激励机制会影响
政府回应性。

区书记晋升激励对政府回应性的影响大于街乡镇书记，街乡镇书记晋升激
励主要影响程序性回应，而区书记晋升激励重在影响实质性回应。这表明，我
国基层政府回应民意的行为，与西方情境有显著差异，它并非街头官僚与社会
的双向互动（Ｌｉｐｓｋｙ，１９８０），而是形成了“基层政府—上级政府—社会”的三
元互动机制。一方面，街乡镇基层政府直接面对公众诉求，但却存在执法权、
人财物、专业性知识等治理资源匮乏问题；区政府等上级政府具有执法权和治
理资源，但却因远离公众诉求现场而难以及时回应。这正是北京市“吹哨报到”
改革的初衷，即通过增权、赋能、下沉，建立“１ ＋ ５ ＋ ｎ”的新型基层执法流程
和民意回应机制（孙柏瑛、张继颖，２０１９）。另一方面，主政官员晋升激励为基
层政府回应公众诉求提供动力，当街乡镇在治理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优先通过
提升回应效率和主动联系公众等手段策略性提升回应性。区政府代表了自上而
下的官员晋升激励，也拥有更广泛的治理资源以有效解决公众诉求，因而更可
能提供实质性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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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研究从政府内部微观机制层面为政府回应性提供了新解释，基层
政府是在与上级政府和社会诉求形成的三元互动机制下实现民意回应的。本研
究的贡献有三个：一是从科层制内部主政官员晋升激励视角为基层政府回应行
为提供了微观解释；二是结合大数据与小数据，利用热线问政大数据对政府回
应行为进行了精准、多维测量，并形成了程序性回应和实质性回应两种类型学
划分，进而结合官员履历数据验证了晋升激励假设；三是在基层政府、上级政
府和社会诉求的三元互动机制下，为理解基层政府回应行为提供了一种超越
“政府—社会”二分的分析框架，为基层政府偏向程序性回应和上级政府偏向实
质性回应的模式提供了理论解释。本研究的局限，一是基于北京热线问政的个
案研究，缺乏多案例比较；二是截面数据缺乏历史纵观数据支撑，需要在未来
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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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钢、王锋（２０１８）． 信访机制的民主化———协商民主的视角．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１：５ － １７．
Ｈｅ，Ｂ． Ｇ． ＆ Ｗａｎｇ，Ｆ． （２０１８）．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５ －
１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候麟科、刘明兴、陶郁（２０１０）． 双重约束视角下的基层治理结构与效能：经验与反思． 管理
世界，５：１４５ － １６１．
Ｈｏｕ，Ｌ． Ｋ． ，Ｌｉｕ，Ｍ． Ｘ． ＆ Ｔａｏ，Ｙ．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５：１４５ － １６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景跃进（２００４）． “群众路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内涵、结构与实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６：５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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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ｉｎｇ，Ｙ． Ｊ． （２００４）． “Ｍａｓｓ Ｌｉｎｅ”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６：５ － １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李锋（２０１９）． 条块关系视野下的网络诉求与政府回应模式研究———基于中部某市网络问政平
台的大数据分析． 电子政务，１９７（５）：２７ － ３７．
Ｌｉ，Ｆ． （２０１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Ａｐｐｅａｌ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Ｍｏ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ｏｆ ａ Ｃｉｔｙ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９７ （５）：２７ － ３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天广、季程远（２０１６）． 重访数字民主：互联网介入与网络政治参与———基于列举实验的发
现．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４：４３ － ５４．
Ｍｅｎｇ，Ｔ． Ｇ． ＆ Ｊｉ，Ｃ． Ｙ． （２０１６）． 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Ｅｎｕｍｅｒａｔｅｄ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４：４３ － ５４．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天广、李锋（２０１５）． 网络空间的政治互动：公民诉求与政府回应性———基于全国性网络问
政平台的大数据分析．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３：１７ － ２９．
Ｍｅｎｇ，Ｔ． Ｇ． ＆ Ｌｉ，Ｆ．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ｙｂｅｒｓｐａｃｅ：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３：１７ － ２９．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天广、田栋（２０１６）． 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分析与经验发现． 政治学研究，
３：２５ － ３５．
Ｍｅｎｇ，Ｔ． Ｇ． ＆ Ｔｉａｎ，Ｄ． （２０１６）． Ｔｈｅ Ｍａｓｓ Ｌ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３：２５ － ３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天广、杨平、苏政（２０１５）． 转型中国的公民意见与地方财政决策． 公共管理学报，３：５７ －
６８．

Ｍｅｎｇ，Ｔ． Ｇ． ，Ｙａｎｇ，Ｐ． ＆ Ｓｕ，Ｚ． （２０１５）．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３：５７ － ６８．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孟天广、张小劲（２０１８）．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 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１８ － ２５．
Ｍｅｎｇ Ｔ． Ｇ． ＆ Ｚｈａｎｇ，Ｘ． Ｊ． （２０１８）．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Ｄｒｉｖｅｎ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ｅ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ｓｔｒｏｎａｕｔｉｃ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１：１８ － ２５．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邵梓捷、杨良伟（２０２０）． “钟摆式回应”：回应不足的一种解释———基于Ｓ市地方领导留言板
的实证研究．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１：１１４ － １２２．
Ｓｈａｏ Ｚ． Ｊ． ＆ Ｙａｎｇ Ｌ． Ｗ． （２０２０）． “Ｐｅｎｄｕｌｕｍ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ａｇｅ Ｂｏａｒｄ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 Ｃｉｔｙ．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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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１１４ － １２２．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孙柏瑛、张继颖（２０１９）． 解决问题驱动的基层政府治理改革逻辑———北京市“吹哨报到”机制

观察． 中国行政管理，４：１ － ７．
Ｓｕｎ，Ｂ． Ｙ． ＆ Ｚｈａｎｇ，Ｊ． Ｙ． （２０１９）．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ｓｔ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４：１ － 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王贤彬、徐现祥（２００８）． 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
的证据． 管理世界，３：１６ － ２６．
Ｗａｎｇ，Ｘ． Ｂ． ＆ Ｘｕ，Ｘ． Ｘ．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Ｗｈ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ｓ，Ｔｅｎ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３：１６ － ２６．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徐现祥、王贤彬、舒元（２００７）．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
据． 经济研究，９：１８ － ３１．
Ｘｕ，Ｘ． Ｘ． ，Ｗａｎｇ，Ｘ． Ｂ． ＆ Ｓｈｕ，Ｙ． （２００７）． Ｌｏｃａｌ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９：１８ － ３１．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杨瑞龙、王元、聂辉华（２０１３）．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 管理世界，
３：２３ － ３３． 　
Ｙａｎｇ，Ｒ． Ｌ． ，Ｗａｎｇ，Ｙ． ＆ Ｎｉｅ，Ｈ． Ｈ．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Ｑｕａｓｉ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３：２３ － ３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岳经纶、庄文嘉（２０１４）． 国家调解能力建设：中国劳动争议“大调解”体系的有效性与创新
性． 管理世界，８：６８ － ７７．
Ｙｕｅ，Ｊ． Ｌ． ＆ Ｚｈｕａｎｇ，Ｗ． Ｊ． （２０１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Ｂｉｇ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ｏｒｌｄ，
８：６８ － ７７．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翟学伟（２０１７）． 中国人行动的逻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Ｚｈａｉ，Ｘ． Ｗ． （２０１７）．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Ｌｉｆｅ，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Ｎｅｗ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Ｓａｎｌｉａｎ 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张华、仝志辉、刘俊卿（２０１３）． “选择性回应”：网络条件下的政策参与———基于留言板型网
络问政的个案研究． 公共行政评论，３：１０１ － １２６．
Ｚｈａｎｇ，Ｈ． ，Ｔｏｎｇ，Ｚ． Ｈ． ＆ Ｌｉｕ，Ｊ． Ｑ． （２０１３）．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Ｐｏｌｉｃｙ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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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ａｎｇ，Ｇ． Ｂ． （２００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１２（３６）：４５３ － ４７５．
Ｚｈｅｎｇ，Ｓ． Ｙ． ＆ Ｍｅｎｇ，Ｔ． Ｇ． （２０２０）．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１ － ２１．
Ｚｈｅｎｇ，Ｙ． Ｎ． ＆ Ｗｕ，Ｇ． Ｇ． （２００５）．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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